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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大学以前，我一直生活

在广东省一个由小渔村发展起

来的城市。1978 年，那里流传

着一首歌谣：“宝安有三宝，

苍蝇、蚊子、沙井蚝。十间屋

里 九 间 空 ， 家 里 只 剩 老 和

小。”然而，在改革开放后不

到40年时间里，这个默默无闻

的小渔村成长为拥有2000多万

人口的现代化国际都市，她就

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深

圳。英国 《经济学人》 杂志评

价说，“全世界超过 4000 个经

济特区，头号成功典范莫过于

‘深圳’”。

深圳的成功是偶然还是必

然？我们可以从深圳的跨越式

发展过程中探寻中国治理的

“密码”。

没 有 政 策 试 验
就没有改革开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

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

经济建设上来，拉开了改革开

放的大幕。但是，改革开放究

竟怎么改？当时大部分人还是

一头雾水。因为马克思没有讲

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

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

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提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就

叫做特区。中央没有钱，可以

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

出一条血路来。

经 济 特 区 是 一 个 新 生 事

物，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改

革面对着一些阻力和压力。深

圳特区第一任市委书记吴南

生，是延安时期中央党校的老

学员，他主动请缨办特区。深

圳率先引进外资搞市场经济，

全国各地有不少非议，吴南生

义无反顾，体现了改革者的担

当。经过 40 多年的不懈探索，

深圳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发挥

了“试验田”的重要作用，为

全国提供了许多可复制可推广

的经验。可见，没有政策试验

就没有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

从公共政策理论视角看，

政策试验是理解中国治理的一

个独特机制，深圳是中国政策

试验最为成功的案例之一。简

单地说，政策试验就是国家在

制定颁布全国性政策之前，先

选择局部地区或行业进行试点

试验，在取得可行经验后再向

全国推广的过程。

1982 年，时任河北省正定

县委副书 记 的 习 近 平 同 志 ，

亲 自 推 动 了 一 场 政 策 试 验 。

当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南方几个省份试点成效显

著。习近平同志通过调研发

现，在农业大县正定，农民干

活没有什么积极性，老百姓吃

不饱肚子。于是，他建议县委

县政府学习南方省份的先进经

验，搞大包干试点。根据习近

平同志的意见，正定选了里双

店公社搞“大包干”试点，开

了河北全省“大包干”的先

河。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实现

了公社农业产值和社员人均收

入双提升。

党 的 十 四 大 将 “ 大 胆 试

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写入

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一直延

续至今。2013 年，中央政治局

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

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

推进、督促落实。

总之，政策试验发源于革

命战争年代，大规模兴起于新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

开放以来广泛应用于治国理政

各领域，是中国共产党历经近

百年探索创造的独特治理经验。

政 策 试 验 降 低
决策成本

除了经济改革之外，在与

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民生领

域，政策试验也在发挥重要作用。

2018年，“天价药”现象引

发社会关注。17 种抗癌药就被

一次性纳入国家医保报销目

录，许多原本负担不起的患者

可以用得上新药了。这项大动

作是新成立的国家医疗保障局

运用强大的战略购买力和话语

权为老百姓办的一件民生实事。

2018 年，从中央到省市县

各级政府都成立了一个新机构

——医疗保障局。新成立的医

疗保障局成为中国最大的药品

采购方。这是中国医疗改革的

一项重大顶层设计，它起源于

福建省三明市 2012年开始的一

场医疗改革政策试验。三明经

验经过了实践的检验，最终走

向了全国。

当我们面临一些情况较为

复杂的改革问题例如医疗改革

问题时，通常决策需要反复试

验，才能找到最佳方案。政策

试验能够有效避免改革“翻烙

饼”，将真正管用的改革举措

向全国推广。

政 策 试 验 形 成
示范效应

政 策 试 验 能 够 帮 助 的 人

群，远比我们想象的多，或许

你已经享受过它带来的红利。

过去到全国各地调研时，

经常听到反映到政府办事难的

问题。最近两年，越来越多的

地方提出了让老百姓到政府办

事“最多跑一次”的承诺。

“最多跑一次”改革起源

于浙江省衢州，一个经济并不

十分发达的山区市。2016 年，

浙江省针对群众反映突出的办

事难问题，提出了倒逼政府自

身改革的目标——让群众和企

业 到 政 府 办 事 “ 最 多 跑 一

次”。他们通过流程优化、数

据共享，让越来越多事项办理

能够实现只跑一次。

浙 江 探 索 的 “ 最 多 跑 一

次”改革取得成效后，各地争

相学习推出了不少类似的改

革，有的叫“只跑一次”“一

次办好”等等。政策试验中涌

现出的先进典型会被其他地区

比学赶帮超，在全国形成示范

效应，促进各地之间的良性竞

争，为更多老百姓提供更好的

服务。

推 动 政 策 试 验
与 顶 层 设 计 有 机
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

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

时指出，摸着石头过河，是富

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

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

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

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

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

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

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

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

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

一个具有强大治理能力的

国家，必须拥有开放、灵活的

决策机制，以便及时回应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政

策试验是一种独特的治理机

制，能够帮助中国不断适应各

种风险挑战，以较低的决策成

本，调动地方探索的积极性，

最终为全局性改革奠定坚实的

基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

决定，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

正在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

路，前进道路上的每一步都需

要勇于探索、敢为人先。只要

不断坚持和完善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积累的宝贵经验，将政策

试验与顶层设计有机结合起

来，中国的治理现代化就一定

能行稳致远，取得更加辉煌的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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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之间，气象万千。”这是对篆刻以

其微小尺寸展现丰富审美风格的高度评价，

也是对艺术精神契合文化理念的间接揭示。

《道德经》曰：“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篆刻

创作中小与大、简与繁、静与动等方面的对

立统一，体现了艺术对文化的贯通和诠释。

篆刻印章起源甚早，据《后汉书·志·

祭祀下》 载：“尝闻儒言，三皇无文，结绳

以治，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

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然犹

未有金玉银铜之器也”。殷商时代已盛行刻

字艺术，而汉代印章达到兴盛。明代中期以

降，篆刻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印章传统意义上

的实用功能，成为纯粹的艺术创作形态。

一般认为，篆刻艺术是篆法、章法、刀

法三者的完美结合，而篆法的功底在于书

法，清代著名篆刻家邓石如就主张“印从书

出”。诚然，篆刻离不开书法，但其却以追

求独立的艺术价值为旨趣，形成了与书法不

同的审美体系。相比于书法能够见出流动之

美，篆刻由于篇幅和章法的特点，以静逸和

古穆为基调。读者欣赏书法作品时，随着视

线的移动，心灵的感知也跟着起伏变化，当

美的律动和情感的波动合拍时，便产生雍容

典雅的愉悦感，所以书法之美在于“雅”。

而篆刻把读者的视线聚焦在方寸之间，审美

的情趣落在了对纵与横、凹与凸、断与续等

细微之处的品味中，所以篆刻之美更在于

“趣”。其实，因为篆刻具有实用的功能性

质，所以很长时间被看作不入流的技艺，自

古亦有“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说法，苏

轼在 《次韵张安道读杜诗》 中写道：“简牍

仪刑在，儿童篆刻劳。”篆刻被视同儿科，

不足挂齿。虽然曾经作为雕虫小技，“不登

大雅之堂”，但是小而趣的美学价值却为篆

刻开辟了宽广的道路，使其发展成为与书

法、绘画并驾齐驱的一门艺术。

雅与趣，源于书法和篆刻之于视觉审美

的心理需求，却借助文化的滋养衍生出更加

丰富的内涵。“雅”需要外界的文化认同，

书法家虽然可以按照自己的创意，在纸上纵

横 驰 骋 ， 却 摆 脱 不 了 特 定 范 式 的 约 束 。

“趣”则发自个人的文化自觉，自娱自乐的

满足是普遍的创作心态，别出心裁的构思和

突如其来的灵感是常见的创作动力。“雅”

的对立面是俗，为了规避和防范落入各种俗

套，书法创作设立了很多“禁区”，如傅山

在 《训子帖》 中提出：“宁拙毋巧、宁丑毋

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率直毋安排。”在他

看来，“四毋”是避免书法落入俗套的准

则。甚至一种字体过于风靡，人们也容易跟

风随俗，如黄庭坚在诗中批评了大家盲目跟

学 《兰亭序》 的风气：“世人尽学兰亭面，

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

到乌丝栏。”而“趣”并不排斥俗，“趣”有

时是对俗的超越，通过技巧的运用，化腐朽

为神奇，把原本平淡无奇的东西转化为趣味

横生的艺术。篆刻篇幅虽小，却给予了作者

广阔的表白空间，一些不够正式文雅的闲

文、别号、吉语等皆可入印，如齐白石的印

章中有“白石长寿”“老白”“阿芝”“木

人”“三百石印富翁”等，这些看似近俗的

文辞使小小篆刻获得了新意，平增了额外的

品趣。

跳出艺术的视阈，以更加广阔的人文视

野来审视，篆刻的人文内涵高度契合了历史

文化的理念。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们可以通

过外部的观察和内心的省悟来认识世界的本

质和规律，因为世界万物相互关联且蕴含着

共同的最高准则。因此，道家主张“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儒家

则相信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既然人的心灵

可以悟通天地、穷神知化，那么由人所创造

的艺术，便如这小小的方印，也势必承载了

注解和喻示万物之道的神圣使命。

玉石也好，金银也罢，初始都不过是冰

冷生硬的材质。当篆刻家起刀之后，在一冲

一切之间，顿时赋予了它神奇的能量。印成

之后，既可以是令群雄逐鹿的传国玉玺，又

可以是随身把玩的私刻闲章；既用于关乎民

生的文书公函，又用于彰显个性的书画信

笺。工艺、书法、文学等领域的精华可蕴藏

其中，美丑、刚柔、阴阳等方面的哲学能包

含其内，一方小巧的天地可浓缩众多美学与

智慧。《道德经》 曰：“万物之始，大道至

简，衍化至繁。”篆刻以其特有的文化形态

生动诠释了这句话的奥义。

1935 年 10 月 19 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吴起镇，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11个省的长

征胜利结束，陕甘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长征

的落脚地。1935 年 11月 10 日，中共中央进

抵瓦窑堡，不久即恢复了中央党校的建制。

从1935年 11月起到1937年2月，中央党校随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在这不到一年半时间

里，迫于当时的战争形势，党校先后在陕北

三个地方辗转办学。

在瓦窑堡复校后，已不再沿用“马克思

共产主义学校”的校名，直接称为中共中央

党校，校址在安定县立第二高级小学 （今子

长县瓦窑堡小学），这是中央党校在陕北的

第一个校址。校长由董必武担任，成仿吾、

冯雪峰任教员，并各兼任一个班的班主任。

不久后，习仲勋、张策等人来到中央党校工

作或学习，此外还有一些地方和军队干部，

以及从苏区外面来的知识分子也到中央党校

学习，中央党校遂发展成为三个班，分别由

成仿吾、习仲勋、冯雪峰担任班主任。稍后

又成立了一个高级班，主要培训党校教员。

党中央到达陕北时，正值中日民族矛盾

进一步加剧，面对新的时局，1935 年 12 月

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确立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

策略。中央党校在瓦窑堡的课程有政治常识

（含时事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等）、

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游击战争等，分别

由李维汉、董必武、成仿吾、冯雪峰、张云

逸等主讲，此外党校还进行军事训练。1935

年 12月 27日中共中央在党校举行党的活动

分子会议，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

义的策略》的报告。党校的学工人员都聆听

了这个报告。党校的很多同志是第一次见到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印象极为深

刻。据时任班主任的习仲勋回忆：“在瓦窑

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毛主

席。会上，毛主席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

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

势和任务，完整地阐述了我党的政治策略，

批判了党内过去长期存在的‘左’的倾向。

我凝神谛听毛主席的报告，觉得他讲的完全

合乎实际，路线完全正确。我感到迷雾顿

散，信心倍增。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毛主席的

讲话，心里高兴极了。”1936 年 2 月 17 日，

中共发布 《东征宣言》，2月 20日，新组建

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毛泽东、彭

德怀的率领下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由于蒋

介石、阎锡山阻止红军东进抗日，1936年 5

月，毛泽东率东征军返回陕北，跟随部队从

山西回来的部分知识分子和工人被安排到党

校学习，党校规模有所扩大。

党中央在瓦窑堡的时间不算太长，东征

红军从山西返回后又举行西征以扩大苏区，

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作准备，此时国民党

军队乘虚进攻瓦窑堡，1936年6月21日，党

中央主动撤离瓦窑堡，7月初中央党校随中

央机关到达保安 （今延安市志丹县）。到保

安后，中央党校在刘家坪和任家坪两村之间

修建了临时校舍，这是中央党校在陕北的第

二个校址。当年的一棵古槐树至今还在，当

时党校学员曾在这棵大槐树下上课、讨论。

在保安，党校设研究班、高级班和四个普通

班。研究班就是教员班，当时党校的教学一

般都是先由董必武、成仿吾等人给研究班讲

课，然后再由这个班的学生 （教员） 分头去

给其他班讲课。与在瓦窑堡相比，课程没有

大的变化。

1936 年 10 月，红军西征占领定边等地

后，因工作需要，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吃粮问

题，中央党校由保安移至定边，这是中央党

校在陕北的第三个校址。

总的看，从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到进

驻延安之前，中央党校辗转陕北三个地方，

条件虽然艰苦，办学却一直顽强地坚持着。

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造成民族危机不断

加重的情况下，党校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政策，及时地培养了一批批急需的

领导骨干。


